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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菁英政治與質性分析： 
原始資料來源與分析方法 

寇健文 

國立政治大學政治系助理教授 

摘要 

在訊息極為有限的情況下，外界如何研究中共高層互動？本文

一方面闡述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主要原始資料來源，另一方面說明

進行資料分析的步驟。本文認為在枯燥無味的中共官方媒體報導

中，隱藏許寶貴的相關線索。在眾多的原始資料來源中，官方文件、

領導人活動報導、照片是資料的主要來源。官方檔案、訪談、回憶

錄是次要的資料來源。 

進行資料分析時，研究者可以運用內容分析法，找出領導人發

言中的關鍵詞或是關鍵立場，同時應該建立中共菁英政治演變的整

體性解釋。兩者相互對照，映證兩者結果之間的一致性。不過，這

種研究方法仍必須受制於資料不完整的先天性侷限，不能過度誇大

所得到的結論。 

關鍵詞：中共、菁英政治、資料蒐集、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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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熟悉高層互動是了解中共政局發展的一環，然而研究者往

往受制於資訊不足，造成研究上的障礙。舉例來說，2004 年中

共十六屆四中全會前夕，外界對於江澤民是否會辭去軍委主席

的看法相當分歧。有的報導說他將會在四中全會上辭去軍委主

席，由胡錦濤接任；有的報導則說他不會在四中全會上辭職，

而會等到五中全會。有的報導說江澤民已經有儘快交棒的心理

準備；有的則說他會正面迎戰逼退的壓力。1 在這種資訊不完

整、資訊混亂情形下，研究者如何利用有限的資料，合理地勾

勒中共高層菁英互動的整體情勢，解釋現象隱含的意義，甚至

進行「有限度」的推測？ 

這種有關中共高層互動的時事分析看起來並非學術研

究，任何有興趣的人都可以侃侃而談。反正事過境遷之後，沒

人記得當初誰說的對，誰說的錯。然而，從目的與研究方法兩

方面來看，嚴謹的時事分析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原理完全相通。

社會科學研究的目的在於描述、解釋和預測。進行時事分析

時，研究者根據本身對相關領域的通盤認識，指出事件的可能

結果。在方法上，研究者從不同管道蒐集資料，同時有系統的

記錄判斷標準與過程，進而研判各種資料可信度、侷限性，事

後則須檢驗原來評估的遺漏之處。長久下來，此舉將有助於追

求解釋與預測的目的。換言之，在中共菁英政治研究上，時事

分析與學術研究是相輔相成的。研究成果可以做為時事分析的

                                                 
1 分歧的看法可從外界媒體報導中看出。參見New York Times 2004a; 中國時
報 2004a; 聯合報 2004b; New York Times 2004b; 中國時報 2004b; 聯合報
2004c; 聯合報 2004d; 中國時報 200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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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時事分析又可以檢驗過去研究成果的正確性。 

本文一方面闡述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主要原始資料來

源，另一方面說明進行資料分析的過程與步驟。本文認為在枯

燥無味的中共官方媒體報導中，隱藏許多寶貴的線索。若能有

系統整理這些資料，將有助於提高分析的正確性。在眾多的原

始資料來源中，官方文件（含會議決議、黨或政府法令規章、

領導人重要講話、調查報告）、領導人活動報導、照片（含影

片畫面）是資料的主要來源，其中照片是一個重要但經常被忽

略的原始資料來源。官方檔案、訪談（含深度訪談）、回憶錄

是次要的資料來源。 

進行資料分析時，研究者一方面要按照人名、議題、時間

等標準分類資料，以內容分析法檢驗，找出領導人發言中的關

鍵詞或是關鍵立場。另一方面，研究者還應該建立中共菁英政

治演變的整體性解釋。兩者相互對照，映證兩者結果之間的一

致性。如此一來，時事分析與社會科學研究的成果便能相輔相

成。不過，這種研究方法仍必須受制於資料不完整的先天性侷

限，不能過度誇大所得到的結論。由於僅依賴有限的公開報

導，研判的結果很難做到「點預測」（如江澤民辭去軍委主席），

多半只能做到「趨勢預測」（如局勢對胡錦濤有利，對江澤民

不利）。 

本文主要分成四個部分。前面三個部分的重點是描述中共

菁英政治研究的原始資料來源。第一個部分的重點是中共官方

檔案、訪談、回憶錄扮演角色與限制。第二個部分先說明中共

媒體的輿論宣傳角色，進而討論官方文件與領導人活動報導的



 
 
 236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2005/12‧〈研究紀要〉 

重要性。第三個部分的焦點則是照片、版面語言等非文字性資

料。第四個部分說明資料分析的步驟。 

貳、原始資料來源： 
中共官方檔案、訪談、回憶錄 

早期台灣專家在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相當傑出，而為國際

專家重視（Kuo and Myers 1986, 40）。2 他們精確掌握中共人物

更迭、政局變化的原因，除了敵後情報、文化語言背景等因素

之外，還包括獨特的個人經歷。在他們之中，有的人早期曾是

中共黨員，親身參與重要的黨內事件，熟悉中共內部運作與思

維，甚至曾與中共領導人朝夕相處。有的人則是長期和中共進

行鬥爭，累積豐富的實務經歷（楊開煌 1987, 158-162; 郭華倫 

1982, 415）。他們在進行研究時，仰賴的資料主要包括外界現

有資料、敵後情報、難民或投誠幹部的訪談結果、中共報刊和

電台廣播報導等公開資料、訪問大陸人員的個人觀察。進行資

料分析時，研究者依據獨特的歷史經驗，將所獲得的資料去偽

存真、剔除誇大之處，相互參照比對不同來源的資料，進而得

出觀察結論（郭華倫 1982, 391）。 

然而，現今台灣學者的個人經驗與所處的學術環境均不同

於早期前輩。隨著學界世代交替，當今台灣學者無人熟識中共

                                                 
2 已退休的政大國關中心第三所前所長張虎曾經告訴筆者，過去美國學者經
常向郭華倫等政大國關中心早期研究人員請教問題。前國關中心主任、現任
政大副校長林碧炤也曾告訴筆者，美國學者無法掌握中共政治動向，需要參
考國關中心早期研究員的特殊經驗與獨到分析。基於我國外交考量與美方學
者需求，我國政府因而透過國關中心舉辦每年舉行的中美大陸問題研討會，
促進雙方學者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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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無法藉於個人經驗判斷公開資料的可靠性與高層互動的

變化，因而喪失立足國際中國研究領域的一個特色。同時，現

今台灣學術界鼓勵學者發表研究成果，學者在發表成果時必須

交代資料來源，無法使用機密資料。這使得學術界依賴的資料

以公開取得為主，情報資料的角色逐漸淡化。再者，學者研究

的動機與目的也從掌握敵情逐漸轉變為社會科學研究。在這種

情形下，中共菁英政治的分析也不能自外於這個發展趨勢，台

灣學者必須有系統地使用社會科學方法，符合社會科學研究的

標準。 

總體來說，中共菁英政治研究包含「資料蒐集」、「資料查

證」與「資料分析」三項工作。3 在每一項工作中，研究者都

必須克服一些挑戰。在資料蒐集部分，處理的問題是從哪些管

道可以獲得中共高層互動的資料？哪些管道是主要資料來

源，哪些是次要來源？資料涵蓋的範圍是否不完整？在資料查

證方面，研究者面對的挑戰是如何辨認手中資料的可信度？最

後，在資料分析部分，研究者要處理的問題則是手中資料不一

致時該怎麼辦？如何減少這些問題對資料分析產生的困擾或

誤導？如何詮釋各類資料隱含的整體意義？基於資料蒐集與

資料查證的工作很難一分為二，本文討論資料來源時一起說明

資料查證的工作，不單獨討論資料查證的議題。 

在剖析中共高層互動時，第一個難題就是如何掌握來源最

廣、數量最多的原始資料。余耀清曾經指出，一部歷史著作的

                                                 
3 這三項工作與史學研究的蒐集史料、考證史料、消化史料三階段極為相似
（杜維運 2001,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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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價值，全看它的史料是否完備及所用的史料是否正確，即

「搜求史料是歷史家在技術上最重要的部份」（余耀清 1969, 

56）。史學方法學者曾經將史料分為原始史料（primary sources）

或轉手史料（secondary sources），又可稱直接史料與間接史料。

原始史料是與已發生的事件有直接關係的史料，大致可分為當

事人直接的觀察（如會議記錄、法令規章）、當事人事後的追

記（如回憶錄）、同時代人對第三者的記載（如報章雜誌報導）

三類。凡由後人編纂的文字或非文字史料都是轉手史料，如史

書、傳記、仿製品、改造品。史料一經抄寫或編纂就成為轉手

史料，不再是第一手資料。4 雖然原始史料與轉手史料之間並

無絕對的界線，歷史學者通常也會利用兩種資料相互印證，但

原始史料的價值通常高於轉手史料（杜維運 2001, 165）。因

此，本文探討的重點放在如何蒐集中共高層菁英互動的原始資

料。當然，這並不否定轉手資料的重要性。 

官方檔案原本應為原始資料的重要來源，但研究者實際上

很難取得這些資料。領導人的內部言行經常涉及國家機密，各

國都會有所保留。加上中共政權的封閉性程度較高，保密範圍

遠較民主國家來得大，外界更不易獲得完整的資訊。不僅是距

今較近的檔案無法取得，就連數十年之前的歷史檔案也很難取

得。舉例來說，《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中華人民共和

國檔案法實施辦法》、《各級國家檔案館館藏檔案解密和劃分

控制使用範圍的暫行規定》等法令都明文限制官方檔案的公開

                                                 
4 上述觀點參見余耀清 1969（65-68）; 簡後聰、林君成 1993（180-187）;
杜維運 2001（15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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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5 其中「領導人言行」與「重大政治事件」的相關檔案

都被列入不宜開放的範圍。不只這些機密文獻必須保密，某些

公布後會損及黨國利益的非機密文獻也要保密，如文獻資料與

現行路線、政策不符合，或者與黨和國家的歷史結論不同調等

等（周一平 2002, 153-154）。即使是領導人的私人日記，在出

版前也需要得到中共當局同意。6 在這種情形下，官方檔案很

難成為原始資料的主要來源。由於直接查閱官方檔案過於困

難，研究者只能利用整理編纂後再出版的檔案資料。7

即使找到已公開的官方檔案，研究者仍須留意檔案是否經

                                                 
5 《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1987 年 9 月通過，1996 年 7 月修正）第十
九條規定，涉及國家安全或者重大利益，以及其他到期不宜開放的檔案，國
家檔案管保管時間可長於 30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實施辦法》（1990
年 10 月國務院批准，1999 年 5 月國務院批准修訂）第二十條規定，涉及國
防、外交、公安、國家安全等國家重大利益的檔案，以及其他雖自形成之日
起已滿 30 年，但檔案館認爲仍不宜開放的檔案，經上一級檔案行政管理部
門批准，可以延期對外開放。《各級國家檔案館館藏檔案解密和劃分控制使
用範圍的暫行規定》（1991 年 9 月發佈）第七條規定，各級國家檔案館保存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前形成的歷史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後形成滿 30
年並以已解密的檔案、未定密級的其他檔案，凡「涉及我黨和國家重大問題、
重大政治事件尚未作出結論的、不宜公開的，對社會開放會影響黨內團結、
黨和國家機關工作正常開展的檔案」、「涉及各級黨和政府領導人及社會各
界著名愛國進步人士的政治歷史評價及工作與生活中不宜公開的，對社會開
放有損個人形象、人格尊嚴和聲譽的檔案」等二十種內容的檔案，應當限制
使用。 

6 舉例來說，楊尚昆 2001a; 2001b曾分別出版《楊尚昆回憶錄》、《楊尚昆日
記》（全兩冊）。這兩本書都先經過「中共中央批准」才出版。見《人民日報》 
2001。另外，楊尚昆之子楊紹明曾表示中共「將發出文件，批准《楊尚昆日
記》第二部，即由 1966 年至 1998 年的內容在 2007 年面世，當中包括備受
關注的『六四』及『文革』期間的有關資料。」他坦言「不能保證《楊尚昆
日記》內所有內容不經修改，但相信會將基本事實保留，包括一些敏感的內
容。」他還稱讚「北京新一代領導人非常開明，能夠批准該《日記》面世」。
見聯合早報 2004。 

7 文獻匯編的例子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 2000; 2001; 2003。人名錄與
組織史料的例子是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央檔案館編 
2000;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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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編纂而失真。舉例來說，有時公佈一些檔案的原因是配合中

共官方的政治措施或重要政策（高華 2003）。在人為挑選公佈

某些檔案，卻不公佈其他檔案的情形下，可能造成研究者誤解

事實。其次，部分檔案在編纂時無意或有意更動時間與內容，

甚至是在文件形成之初就已經出現問題，並非整理人的錯誤

（楊奎松 1999, 149-152）。這些都是研究者利用已出版的檔案

資料時必須留意的地方。 

除了官方檔案之外，訪談與回憶錄也不易成為原始資料的

主要來源。當今的中國研究中，大陸台商研究等許多次領域已

經採用訪談方式蒐集資料，但中共菁英政治研究使用這種方法

的機會卻不多。研究者無法親自訪問中共高級幹部，無法獲得

第一手資料，因此限制了訪談法的效果。與大陸學者交換經驗

可以獲得啟發，卻不一定能掌握精確而有證據力的資料。除非

研究者確認受訪者服務單位的重要性，或是確定受訪者個人在

決策過程中扮演智囊角色，否則無法確定他們透露的訊息是親

身經歷，或是轉手描述，甚至是道聽塗說、個人詮釋。因此，

所得資料必須與其他管道的資料比對後，方能使用。有時即使

獲得有價值的資料，研究者考量受訪者人身安全的因素下，無

法將透露消息者直接寫出來。由於無法公佈受訪者，經常會被

他人質疑資料的可信度。有價值又可以直接公佈受訪者姓名的

訪談資料實在不多。8 同時，雖然訪談成果可能非常有價值，

                                                 
8 2002 年 9 月筆者曾就領導人 70 歲劃線離退之事，請教中共中央黨校黨建
（黨的建設）研究部副主任王長江教授、黨的學說教研室主任梁妍慧教授。
兩位教授並未直接回答筆者的問題，僅表示「中共會針對個別全國代表大會
的情況，做出一些特別規範，但這些規範未必拘束下一次大會。」他們的講
法間接說明十五大確實有 70 歲劃線離退的決議。這是筆者獲得的極少數具
有啟發性，又可以公開的訪談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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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無法以長期、大量訪談累積中共高層菁英互動的資料。這

些限制使得訪談無法成為取得原始資料的主要來源。 

回憶錄是當事人對往事的回憶。在龐雜的回憶錄內容中，

研究者有時確實可以找到少數有用的資料。9 不過，回憶錄的

資料也有其侷限。回憶錄既然出自作者個人經驗，難免出現記

憶錯誤或是個人偏見，如刻意合理化自身或所屬團體政治行為

（杜維運 2001, 157-158; 陳韜譯 1970, 316-317）。因此，從回

憶錄取得的資料仍須和其他管道的資料相互對照。其次，回憶

錄比較適合歷史性研究，未必有助於即時性分析。10 原因很簡

單，回憶錄通常是在當事人退休後才出版，研究者不易找到有

助於分析及時性問題的線索。再者，退休高幹出版回憶錄時，

會刻意避免談到政治敏感度的重大事件，或是絕口不談較晚發

生的往事。11 在這種情形下，回憶錄對於中共菁英政治研究的

                                                 
9 舉例來說，前中紀委委員李惠仁在他的回憶錄中指出，中共挑選第十五屆
中委的具體要求是「中央委員要老、中、青結合，55 歲以下的要占 50%以
上。到 1997 年 6 月 30 日，原來的中央委員中，滿 65 歲的正省、部級幹部
和滿 60 歲的副省、部級幹部，不再提名，新提名的，不得超過 62 歲（李惠
仁 2002, 415）。」這是筆者首次看到中共高幹公開表示十五大確有年齡劃線
的事實。此外，劉華清在回憶錄中指出，十三大後鄧小平有意將軍權逐漸交
給趙紫陽。書中引述 1987 年 11 月 18 日鄧小平的話，「軍委的工作，紫陽要
多做，多認識點幹部，首先是軍以上的幹部。以後軍委一般的決定，趙、楊
商量，紫陽決定。」（重大決定仍需鄧小平決定）。此決定並曾在軍委會議上
宣布（劉華清 2004, 527-530）。 

10 舉例來說，前述中央委員挑選標準在 1997 年十五大以前就已經出現，但
筆者要到 2002 年才找到來自中共高幹的直接證據。 

11 舉例來說，對於 1989 年的六四事件，劉華清在其回憶錄中只提到「這段
期間發生了『八九政治風波』，許多工作被迫中斷。」一句話，其他的都沒
談到（劉華清 2004, 571）。楊尚昆日記一書則有多處被完全刪除，如 1949
年 4 月至 1950 年 12 月、1951 年 5 月至 1953 年 11 月、1957 年 2 月至同年
10 月、1957 年 12 月至 1958 年 10 月。其中 1957 年至 1958 年被刪除的地方
正好是大躍進的決策關鍵階段。因此，外界無法從這本書獲得有關大躍進決
策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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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就有很大的侷限性。它是歷史研究的重要資料來源，卻不

是即時分析的主要資料管道。 

參、原始資料來源：官方文件、領導人活動報導 

相形之下，刊載在官方媒體的訊息都是研究中共高層菁英

互動的主要原始資料，研究者絕對不能忽視這些寶庫。無論是

政治局會議記錄、提交黨大的政治報告、法令規章、領導人重

要講話，還是描述上述文件起草過程的新聞報導都具有重要政

治意義，可能顯示政策走向或是領導人地位的變化。在討論這

些資料的優缺點之前，本文先說明新聞媒體在中共政權中的角

色。 

在馬列主義中，新聞媒體是特定政黨或政治集團的輿論宣

傳工具，亦即媒體具有「黨性原則」。簡單來說，所謂「黨性

原則」就是服從黨的領導、宣傳黨的路線、方針、政策，在政

治上與中共中央保持一致，12 在這種情形下，新聞具有強烈的

政治立場。在選擇新聞稿件時，「有兩條根本的取捨標準；一

條是政治價值標準，一條是新聞價值標準。所謂政治價值標

準，就是要看稿件所報導的事實，宣傳的思想傾向，是否符合

                                                 
12 甘惜分（1988, 10）認為，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黨性是「堅定地宣傳馬克
思主義，以馬克思主義做為觀察一切社會問題的思想武器；正確宣傳黨的路
線和政策，保證政治上與黨中央的一致；在對待任何問題時，從國家和人民
的整體利益出發；與一切反馬克思主義的、反黨的傾向做鬥爭；在組織上嚴
格服從黨的領導。」戴邦、錢辛波、盧忠民也指出，「黨報是黨委的機關報，…
黨報必須尊重黨委的領導，必須服從黨委的領導，就是說不只是在組織上要
服從，首先是在思想上要服從，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在尊重和服從
黨的領導方面，報紙工作人員…絕對不容許鬧獨立性，也不許犯自由主義。」
又說「黨的報刊必須宣傳黨的路線、方針、政策，這是我們黨報的傳統，也
是黨報的黨性原則（戴邦、錢辛波、盧忠民主編 1984, 171, 176）。」 



 
 

            
 

中共菁英政治與質性分析 243

本報的辦報宗旨，也即報紙代表的階級、階層、黨派的利益（包

括路線、方針、政策）；所謂新聞價值標準，就是要看報導事

實的重要性、新鮮性、時宜性和趣味性（戴邦、錢辛波、盧忠

民主編 1984, 398）。」王雄更表示媒體是國家意識型態機器的

一部分，以意識型態的生產與傳播為基本任務。因此，身為官

方意識形態的馬列主義提供媒體解釋新聞事實的基本標準（王

雄 2002, 13, 86-92）。既然新聞媒體扮演著「思想加工廠」的

角色（甘惜分 1980, 22）， 匯集、篩選、詮釋各種最新事實，

中共絕對不允許新聞媒體背離黨的路線、方針、政策（余致浚 

1980, 1）。13

改革開放之後，特別是在 1992 年鄧小平南巡之後，大陸

媒體市場已經不同於文革時代以前，媒體必須參考市場需求、

讀者口味來選擇新聞稿件。然而，大陸媒體的市場化仍然面臨

官方的束縛。更重要的是，新聞媒體並未喪失它的「黨性原則」

（丁伯銓、王雄、董秦 2001, 199-200）。「黨的領導」和「以

黨報為核心」仍然是大陸新聞體制的基本原則（羅文輝、陳韜

文、潘忠黨 2001, 6-7）。舉例來說，1996 年 9 月中共十四屆六

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若干重

要問題的決議》，繼續強調「新聞宣傳必須堅持黨性原則」。14 

2004 年 9 月中共十六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

執政能力建設的決定》，依然強調「堅持黨管媒體的原則，增

強引導輿論的本領，掌握輿論工作的主動權。」15 由此可見，

                                                 
13 關於中共控制新聞媒體的方式，見張多馬 1995（11-18）。 

14 全文參見人民網（北京） 2001。 

15 全文參見中國新聞網（北京）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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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依舊認為黨領導媒體，把握正確的輿論導向的重要性。即

使是現在，在版面上表現黨的路線、方針、政策仍然是黨報的

特色（章勇思 2002）。 

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各省黨委機關報等官方媒

體代表所屬機關，必須著重政治考量，遵守黨的新聞宣傳紀

律。無論是日常性或是重大突發事件的稿件選用和版面編排都

仍然遵循相同原則，如敏感的政治新聞必須採用新華社稿件等

等。16 在這種黨與媒體的關係下，上述媒體刊載的訊息必然經

過審慎的篩選。無論這些訊息是以文字方式（新聞文字內容），

或是以非文字方式（如照片或版面語言）出現，都有其特定的

政治功能與目的（楊開煌 1987, 55）。官方媒體報導新政策或

處理領導人互動的新聞時，必須符合黨的路線、方針、政策，

也必須與中央保持一致。舉例來說，刊載（或播報）兩位領導

人的活動新聞時，官方媒體必須考量這兩位領導人的級別，才

能決定兩則新聞的篇幅（或播報時間長短）與版面位置（或播

報順序）。基於這些理由，中共官方媒體刊載的內容提供研究

者一個管道與機會，得以掘取中共高層菁英互動的相關訊息，

了解中共當局想要散播的政治訊息。 

此外，使用中共官方媒體刊載的資料有幾個好處。首先，

研究者可以清楚說明資料來源，無需考慮保密問題。其次，新

                                                 
16 舉例來說，2005 年 1 月中國新聞網、人民網、中央電視台、解放軍報等
新聞媒體報導趙紫陽逝世、出殯的消息時，都是採用新華社的稿件，一字不
差，也沒有增加任何評論。此外，人民日報對趙紫陽逝世的報導規格遠低於
一般黨和國家領導人逝世的處理方式，顯現中共刻意壓低趙紫陽的歷史角
色。關於人民日報處理領導人逝世的規格，見人民日報編輯部編  1998
（22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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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中國新聞社等中共主要新聞媒體

成立甚早，研究者可以長期累積大量的資料，以便追蹤、比較

領導人互動的長期變化。17 再者，在網路技術非常發達的今

天，研究者可以即時找到新聞網站上的有用資料，並加以儲

存，節省不少時間與精力。現今在中國軍網與人民網的網站

上，讀者都可以直接看到解放軍報與人民日報「全版」報紙，

而非傳統一則一則的新聞。18 這使得研究者很容易尋找、儲存

所需新聞照片，並掌握該報的版面安排。在官方檔案、訪談、

回憶錄等管道無法提供大量的即時性原始資料之際，有關中共

高層菁英互動的原始資料絕大多數都來自官方媒體刊載的訊

息。最後，使用中共官方媒體刊載的資料可以降低查證資料真

偽的困難度。在史學研究中，資料查證的目的在於辨別資料是

否為他人假造，以及資料內容是否符合事實。若以官方媒體為

主要資料來源時，研究者無需擔心新聞報導是否為他人假造的

問題。即使要進行查證時，只要取得相關報紙，就輕易能辨別

資料是否真的出自該報，或是他人假造、誤傳。 

舉例來說，2004 年中共高層內部曾經對於宏觀調控政策出

現爭辯。從新華社報導中可以看出，胡錦濤、溫家寶一派意見

獲勝。2004 年 7 月 22 日新華社報導中共政治局會議的會議結

果，指出「…宏觀調控取得的成效還是初步的、階段性的，經

                                                 
17 人民日報創刊於 1948 年 6 月，1949 年 3 月成為中共中央委員會機關報。
解放軍報創刊於 1956 年 1 月，為中共中央軍委機關報，由總政治部主管。
新華社的出現可回溯至 1931 年 11 月。中國新聞社則於 1952 年 9 月成立（王
良能、莊照欽 1995, 67-68, 79-85）。 

18  中國軍網的網址是 http://www.chinamil.com.cn，人民網的網址則是
http://www.people.com.cn。解放軍報則可回朔到 2004 年 9 月。人民日報的「圖
形版」可追朔至 2000 年 4 月，「PDF版」則回朔到 2002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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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運行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有所緩解，但還沒有得到根

本解決。宏觀調控處在關鍵時刻。全黨同志一定要充分認識搞

好宏觀調控的艱巨性和複雜性，堅持落實宏觀調控的政策措

施，決心不動搖，工作不放鬆，準確把握力度和節奏，保證宏

觀調控的科學性和有效性。」19 這顯示中共內部對宏觀調控雖

有異議，但最後獲得政治局多數支持。 

又如過去中共官方媒體在敘述十五大、十六大政治報告起

草過程時，總是凸出江澤民居於決策主導地位。20 然而，新華

社報導 2003 年《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若

干問題的決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

的決定》，以及 2004 年《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力建設的決定》

的起草過程中，凸顯胡錦濤與現任領導班子的決策地位，不再

提到江澤民的主導地位。21 這些報導間接透露出江澤民並未扮

演當年鄧小平的角色。由此可見，從新華社報導用語的變化可

                                                 
19 新華網（北京） 2003。 

20 關於十五大與十六大政治報告起草過程，見張樹軍、齊生主編 2001
（1093-1096）; 新華網（北京） 2002b。 

21 根據新華社報導，第一個《決定》的起草工作「始終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直接領導下進行。」胡錦濤「多次對《決定》的總體思路、基本框架、重點
要點等下達指示」。起草小組上報的各次草稿，他都「逐字逐句地認真審閱，
提出了許多指導性意見，並作了許多重要修改。」見新華網（北京） 2002a。 
新華社描述第二個《決定》時指出，「《決定》的起草，始終在中央的正確領
導下進行。」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先後開會討論該《決定》草稿，提出重
要的修改意見。胡錦濤曾對「對《決定》的總體思路、重點要點等作出指示。」
見「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決定起草工作紀實」，新華網（北京） 
2004a。新華社在報導第三個《決定》起草過程時指出，「《決定》起草工作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領導下進行」，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先後數次開會討
論草稿。胡錦濤「多次對文件的指導思想、主要內容、基本框架以及起草工
作方式等作出重要指示」，並且「逐字逐句地認真審閱，提出指導性意見，
並作出重要修改。」見新華網（北京） 20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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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2002 年十六大至 2004 年十六屆四中全會之間，儘管

當時江澤民仍然擔任軍委主席，胡錦濤對政策制定的影響力遠

高過 1980 年代末期至 1990 年代初期的江澤民。22

除了官方文件顯示中共政策走向與高層互動之外，評論員

文章也能顯示重要政治意涵。經過側面解讀之後，這些報導可

以顯示政策變化與領導人互動關係。2004 年 7 月 12 日人民日

報刊登署名「任仲平」文章，強調當前是一個「關鍵時期」，「我

們沒有任何理由陶醉於已有的成績而稍有懈怠，沒有任何理由

固步自封而止步不前，沒有任何理由滿足現狀而不思進取（人

民日報 2004）。」「任仲平」是人民日報評論部的一個集體寫

作組，人民日報評論部主任係該寫作組成員之一。23 其諧音又

讓人覺得有「任由眾人評論」之意。人民日報是中共黨中央的

機關報，評論文章是代表中央的重要意見。24 在 2004 年中共

內部對宏觀調控出現歧見之際，人民日報刊登此一評論文章，

自然凸顯以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立場。 

當然，研究者在運用官方媒體報導時，必須注意這些資料

來源的侷限性。中共官方媒體的「黨性原則」一方面給予研究

                                                 
22 舉例來說，中共起草十四大報告時，鄧小平仍然扮演主導角色。除了江澤
民宣布整篇報告以鄧小平南巡講話為基礎之外，報告第四稿在提請政治局審
議的同時，「報請鄧小平審閱」。「鄧小平肯定草案並提出重要修改意見」。「根
據政治局提出的要求與鄧小平的意見，起草小組修改報告草稿（張樹軍、齊
生主編 2001, 1049-1056）。」  

23 人民日報評論部主任米博華表示，「任仲平」是該報評論部的一個寫作組，
而他是其中一位成員。該部負責人民日報重大社論，包括撰寫評論員文章，
還編輯兩個人民日報名牌論壇。見米博華在強國論壇的談話，人民網（北京） 
2004。  

24 關於人民日報評論文章的功能與角色，見何川 1994（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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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蒐集分析官方媒體報導的意義，另一方面也限制了它的功

能。基於「黨性原則」，官方媒體不報導（起碼不會凸顯）不

符合當前黨的路線、方針、政策的訊息，以及領導人意見不合

的訊息。官方媒體傳達的訊息只是被篩選過的事實與評論，代

表「高層」觀點。「高層」的層級則因業務主管機關、事件性

質而有所不同。這導致外界不易辨認抱持不同觀點的領導人、

不易得知他們的意見內容，進而不易掌握他們歧見的程度。 

研究者所能看到的，通常是領導人「團結一致」的表像。

然而，官方媒體刊載的新聞報導通常不會直接告訴研究者，這

個表象究竟是「真像」，還是「假像」。這個官方觀點與事實之

間的差距，很難從官方媒體中找到答案。因此，研究者查證資

料時，必須警覺「那些現象可能沒有被官方媒體批露」的問題。

若是主要官方媒體報導的觀點明顯不一致，通常表示內部出現

分歧。25 如果沒有明顯跡象，研究者可利用海外媒體做為輔助

管，尋找那些可能被遺漏的現象。 

由於不受「黨性原則」約束，海外媒體可以自由報導中共

高層菁英互動的衝突面。舉例來說，2004 年 7 月外界媒體報導

上海市委書記陳良宇在政治局會議中批評宏觀調控政策，引發

外界討論中共高層的分歧。26 在十六屆四中全會前夕，海外媒

體注意到一張胡錦濤、鄧小平握手的照片出現三種不同版本，

                                                 
25 舉例來說，1992 年鄧小平南巡時，新華社並未公開報導，反而由廣州日
報率先刊登鄧小平在廣東的照片。這是因為當時保守派掌握中央宣傳系統，
不願報導鄧小平反擊保守派的言論。此次中央與地方媒體口徑不一，反映出
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張多馬 1995, 40）。  

26 Strait Times (Singapore), July 10, 2004，引述自馮良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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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該照片經過兩次變造。由於原版照片中的江澤民影像被刪

除，引起外界懷疑江澤民是否已經失勢。27 又如 2004 年 9 月

初紐約時報（New York Times）指出軍方高級將領對於江澤民

續任軍委主席一事出現分歧，其中曹剛川與梁光烈支持江澤民

下台，但郭伯雄與徐才厚抱持反對意見（New York Times 2004c, 

8）。 

這些訊息提醒研究者注意中共高層菁英發生衝突的可能

性，彌補官方媒體不報導類似新聞的缺點。不過，由於研究者

未必能檢驗海外媒體的消息來源，最好將這些訊息視為輔助資

料。在確認海外媒體訊息前，研究者必定先找出中共官方媒體

報導全文比對，檢視官方媒體報導是否隱含類似觀點。確認資

料無誤後，再收錄該則訊息。以前述解放軍將領對江澤民留任

軍委主席的態度為例，研究者應該檢視紐約時報提到的將領近

來的公開發言，看看是否能存在找出與其觀點一致（或不一致）

的證據。如果交叉比對結果一致，海外媒體報導的可信度增

加；如果不一致，研究者最好暫時不要以該則新聞為唯一的有

力證據。 

舉例來說，根據解放軍報、新華網、人民網等網站公佈的

將領發言資料，2004 年 7 月以後，徐才厚、郭伯雄、梁光烈數

度表態支持江澤民，但完全不提到胡錦濤。曹剛川則數度表態

支持胡錦濤，絕口不提江澤民（寇健文 2005, 177-181）。前述

紐約時報的報導符合徐才厚、郭伯雄、曹剛川三位將領的公開

                                                 
27 關於外界對竄改照片產生的疑慮，參見田鏡 2004; The Strait Times 2004; 
New York Times 2004d，詳情見下一節相關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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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傾向，卻不符合梁光烈的發言立場。由於僅能找到梁光烈

在 2004 年 7 月的兩次公開發言，無法確定他在 8 月以後是否

改變立場，此時不應該驟下斷言他支持江澤民或是胡錦濤。 

肆、原始資料來源：照片、版面語言 

除了以文字方式呈現的訊息之外，以非文字方式呈現的訊

息也非常重要。非文字性資料除了包括中共官方媒體刊載的照

片、電視畫面外，還包括「版面語言」所透露的訊息。雖然海

外媒體報導中共高層菁英互動時經常運用這種非文字性資

料，但學者較少討論這種資料來源。28 因此，本文盡量利用實

例說明非文字性資料對研究中共高層菁英互動的重要性。 

就像新聞文字一樣，新聞攝影也必須考量政治因素。蕭緒

珊指出（1980, 72-73）：「…新聞攝影既然是黨的有利的宣傳武

器，它就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因此，攝影記者必須站穩

無產階級立場，從黨的長遠利益與當時的宣傳需要出發，去宣

傳黨的方針政策。記者在選擇事實時，決定拍什麼，怎麼拍，

都要考慮到政治效果。」許必華等人也指出，「新聞攝影從業

人員對於報導事實的選擇、對報導手法的運用，都受制於背後

一種巨大的力量。這就是列寧所說的黨性（許必華、葛新德、

胡穎編 1999, 20）。」在這種情形下，照片的選擇就有政治考

量。 

此外，「版面語言」也是一項重要的資料來源。「版面語言」

                                                 
28 少數例外是MacFarquhar 1971（289-307）; 楊開煌 1987（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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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編輯者根據版面編排手段和版面空間佈局的交叉運用，表達

他們的態度、立場。29 由於報紙在中共體制下是一種輿論宣傳

工具，版面編排與版面空間佈局同樣具有強烈的政治目的與意

圖，不能隨意編排（鄭興東 1980, 49）。當報社對某一事件暫

不宜直接發言時，「版面語言」往往是報社的特殊發言形式，

能發揮文字所不能取代的作用。 

在版面編排方面，編輯者透過標題長短、字型大小，以及

稿件位置高低等手段，表現各則新聞的輕重、主次關係。編輯

者也可能運用花邊圍框、套紅等方式，說明他們重視某一事

件、意見的程度。每一則新聞、評論在版面上享有的地位與待

遇都體現編輯者的立場和傾向。因此，版面編排是一項專業性

工作，但專業性必須為報社的政治立場服務。 

同時，編輯者會利用區間優勢來表達他們的意見。一塊完

整的版面空間安置稿件後，在視覺上被切割成幾個相對獨立的

區間。在讀者視線運動中，這些區間的優先順序並不一樣。以

大陸報紙橫排版面來說，讀者通常最先注意到左上角區間，其

次是右上角和左下角區間，最差的是右下角區間。優先被讀者

看到的區間為優勢區間，反之則為劣勢區間。30 綜合上述觀

點，新聞是否被放在頭版，或者是否放在版面的優勢空間都反

映出編輯的政治立場。此政治立場又必須符合黨的路線與政

策，而非編輯的個人喜好。在這種情形下，照片是否出現變造、

                                                 
29 除另有註釋說明外，以下三段關於版面編排手段與版面空間布局的觀點，
見戴邦、錢辛波、盧忠民主編 1984（395, 398-399）。 

30 另一位大陸學者鄭興東（1980, 54）也提到類似的觀點──「上半版優於下
半版，左區優於右區（橫排報紙），第一版優於其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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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人物的排列位置、領導人出場順序的鏡頭，甚至照片在

版面中的位置都提供觀察領導人互動的線索。31  

研究者在解讀這些照片隱含的意義時，心中可大量運用虛

擬反例（counterfactuals）的策略。32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往

往被迫根據依變項的值（value）來選擇個案，造成依變項沒有

變異（variation）的問題。為了確認變項間的因果關係，研究

者可在個案研究或是少量個案分析（small-N analysis）中運用

虛擬反例的策略，讓依變項的值出現變異。虛擬反例不僅可用

於檢驗研究假設，也可用於個別資料的解讀。依據個別非文字

性資料的性質，研究者可嘗試解讀一連串可能發生但未發生的

虛擬反例，藉此增強解讀實例的信心。例如倘若刊登的是某位

領導人與其他領導人的合照，而不是個人獨照代表什麼意思？

如果刊登另外一位領導人，而不是這位領導人代表什麼意思？

如果某張照片放在另外一個版面位置，而不是這個位置代表什

麼意思？ 

接下來，本文討論一些照片變造、照片中人物的排列、領

導人出場順序、照片的版面位置的實例。在文革時期，四人幫

經常依據「政治需要」竄改照片，甚至刻意佈置背景拍攝照片，

致使新聞攝影經常在各種「政治需要」的藉口下遭到變造（蕭

緒珊 1980, 79; 戴邦、錢辛波、盧忠民 1984, 284）。即使在文

革結束以後，仍有變造照片的例子。最著名的例子就是四人幫

                                                 
31 關於人民日報對重大會議新聞、重要節慶紀念活動新聞、黨和國家領導人
署名文章等十多類重大新聞和文稿的版面安排常例、特例和變例等系統分
類，見人民日報編輯部編 1998。 

32 關於虛擬反例的功能與用法，參見Fearon 1991（169-95）。 



 
 

            
 

中共菁英政治與質性分析 253

垮台以後，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四人被從一張中

共領導人在毛澤東悼念大會上的合照中刪除（蕭緒珊 1980, 

72-73）。四人幫被從照片中移除代表他們與其他領導人之間權

力關係出現變化。 

類似變造照片的情形也在十六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出現。

2004 年 8 月 11 日香港文匯報刊登一張背景全黑，鄧小平在鄧

楠陪同下與胡錦濤握手的照片。照片的說明文字寫著「鄧小平

百年誕辰展覽中有一張鄧小平與胡錦濤的單獨合影…。鄧楠介

紹說，籌備鄧小平畫冊時，家人一直在找這張照片，但怎麼都

沒找到。後來我們就問錦濤，你那裡有沒有。果然，錦濤同志

珍藏著原版，主動將這張照片捐獻出來（文匯報 2004）。」2004

年 8 月 16 日瞭望東方週刊刊登一張由新華社提供的照片，鄧

小平、胡錦濤、鄧楠三人位置、表情不變，背景模糊地顯示許

多人坐在階梯式的大禮堂座位上。33 2004 年 8 月 19 日新華社

又發布一張類似照片。鄧小平、胡錦濤、鄧楠三人位置、表情

不變，背景雖還是許多人坐在階梯式的大禮堂座位上，但眾人

與鄧、胡之間卻多了江澤民、喬石等多位領導人，顯示當時這

張照片為 1992 年 10 月十四大時拍攝。 

變造照片的出現應是有人想凸顯胡錦濤和鄧小平的關

係，違背大陸新聞攝影學中的「真實性」原則。34 然而，當鄧

                                                 
33 瞭望東方週刊是新華通訊社主管的刊物。見 2003 年 12 月 8 日該週刊的版
權聲明，http://news.sina.com.cn/c/2003-12-08/11012315120.shtml。後來該版
鄧、胡照片被用在紀念鄧小平的口述歷史書籍中。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中央電視台《百年小平》攝製組 2004（132）。  

34 新聞攝影的「真實性」原則是指攝影本身就是紀實，因此記者可以選擇攝
影的題材、角度等等，但新聞攝影的內容必須是客觀存在的，不能製造假照
片（劉雲萊編著 1993, 61-62; 許必華、葛新德、胡穎 1999, 67-68）。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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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在香港文匯報講出第一張照片是胡錦濤珍藏的「原版」照片

後，瞭望東方、新華社卻先後刊登第二張與第三張照片，間接

暗示第一張照片被變造過。由於前後出現三個版本的照片，單

純出於編輯疏忽的可能性極低。這個變造照片的事件不一定暗

示「江澤民垮台」的意涵，但確實顯示高層內部的詭異關係。

最起碼顯示有人要「澄清事實」，不願「將錯就錯」。 

此外，照片、電視鏡頭中人物的排列位置、官式活動的入

場順序也可以提供領導人權力大小的線索。十三屆四中全會

後，人民日報刊出一張楊尚昆與政治局常委的合照（人民日報 

1989）。由於黨內職務較低的楊尚昆（當時黨內身分為政治局

委員、軍委第一副主席）站在中間，職務較高的江澤民（新任

總書記）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卻分站兩側，顯見這張照片並不是

按照「職務慣例」拍攝－－職務高者居中、職務低者站兩側。

這顯示楊尚昆在 1989 年六四事件後一度扮演「攝政王」角色。 

另一個例子是官方電視台如何處理領導人出席重要官式

活動順序的畫面。舉例來說，2004 年 3 月兩會舉行時，大陸中

央電視台轉播的畫面顯示，江澤民首先出場，胡錦濤跟在後面

入場。然而，2004 年 8 月 22 日中央電視台轉播鄧小平百歲紀

念大會時，處理對新舊領導人入場的方式卻不同於過去。當中

共領導人依序上台之際，電視畫面停在人民大會堂的天花板，

或者是遠距離鏡頭，根本看不出領導人的出場順序。大會進行

時，主要畫面在胡錦濤談話，間歇帶到江澤民（聯合報 2004）。 

                                                                                                    
精心設計的真實照片也可以給人錯誤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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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領導人的照片是合照或是獨照也有不同的政治意

義。這是因為在中共官方媒體刊登的政治新聞中，「報上照片

大小，不是按新聞價值決定，而是按人物的官位來決定（王良

能、莊照欽 1995, 45）。」舉例來說，楊開煌曾統計 1982 年人

民日報新聞照片後發現，刊登鄧小平獨照（或是照片中居於正

面、清楚的位置）的次數最多，胡耀邦、趙紫陽分居二、三。

因此，他認為領導人在照片中的位置反映其權力大小的變化與

政治待遇（楊開煌 1987, 82）。 

中共黨大閉會第二天人民日報頭版右上角的照片透露類

似的線索。35 十三大結束後，人民日報刊登趙紫陽等五位政治

局常委集體端坐台前開會的遠距離照片，照片中五位領導人的

輪廓不清（人民日報 1987a）。按照前述楊開煌的觀點，這代

表中共有意凸顯新任政治局常委們的權力平等。此後，輪廓模

糊的領導人照片不再出現於類似場合。十四大後，鄧小平向人

揮手的特寫照片置於頭版的右上角，正下方則為鄧小平居中，

江澤民與鄧楠分站兩側的合照（人民日報 1992）。十五大結束

後，人民日報頭版右上角的照片則為江澤民一人獨照（人民日

報 1997）。十六大結束之後，相同位置則刊登江澤民與胡錦濤

的合照（人民日報 2002a）。按照前述版面「區間優勢」的觀

點，當屬於第一優勢區間的版面左上角均刊登新一屆中共中央

人事名單之後，剩下來最具優勢的區間正是右上角的位置。由

此可見，人民日報在版面安排上凸顯這幾位領導人的角色。 

                                                 
35 在 2002 年十六大前夕，路透社駐北京辦事處主任林洸耀提醒筆者注意照
片位置變化的可能意涵。筆者在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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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張照片也確實反映出當時中共領導人的權力大小。十

四大結束之際，鄧小平早已力挫保守派，掌握國家發展方向的

決定權。十四大政治報告的主軸就是以其南巡講話為基調（張

樹軍、齊生主編 2001, 1049-1056）。再加上鄧小平年事已高，

十四大是最後一次他主導的黨大。因此，鄧小平的照片被凸顯

出來。一方面顯示他擺脫保守派的糾纏，繼續推動經改；另一

方面有揮手告別政壇之意。十五大結束時，中共早已完成第二

代與第三代之間的新老交替，黨內無人威脅江澤民的地位。此

時人民日報在右上角刊登他的個人獨照。十六大後刊登的江澤

民、胡錦濤合照也顯示兩人的權力關係。胡錦濤雖然接任總書

記，但江澤民尚未全退，影響力仍大。胡、江兩人的合照正好

反映出「兩個中心」的現象。 

黨大閉會第二天人民日報頭版下方的照片也透露領導人

地位的線索。十六大結束後次日人民日報頭版下方刊出江澤民

與九位新任政治局常委的人頭照（人民日報 2002b）。江澤民、

胡錦濤的照片被放在第一列，但江澤民在左側，胡錦濤在右

側，其餘八位政治局常委分別置於第二列與第三列。這個排法

與十三大之後，人民日報處理趙紫陽、鄧小平、陳雲三人人頭

照的方式不同（人民日報 1987a）。 當時人民日報頭版下方將

總書記趙紫陽的人頭照放在第一列的最左側，具有實權但不具

政治局常委身份的鄧小平、陳雲分排第一列的中間、最右側，

其餘政治局常委的照片放在第二列。相對之下，十三大領導人

人頭照的排法按照職務倫理的慣例，因此總書記排在第一位。

十六大領導人的排法不是按照黨內職務高低的順序，顯示領導

人微妙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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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觀察 2004 年 7 月底至 9 月之間解放軍報頭版照片

之後，也可以發現江澤民、胡錦濤地位變化的線索。2004 年 7

月 27 日解放軍報頭版頭條新聞報導江澤民、胡錦濤參加全軍

深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經驗交流會代表，該則新

聞在標題下方放置兩張照片。左側為江澤民獨照照片。右側則

為江、胡兩人與其他軍方代表合照，江澤民位居合照第一排正

中間的位置。有江澤民的獨照，卻沒有胡錦濤獨照，顯示解放

軍報凸出前者的意圖。 

2004 年 9 月 1 日解放軍報頭版頭條報導江澤民、胡錦濤參

觀中國核事業 50 年展覽時，兩人照片（兩人分別位居照片中

央、輪廓清晰，兩旁均有少數陪同人員）再度同時出現於解放

軍報。然而，胡錦濤照片居於區間優勢較強的左上方，江澤民

則位於較弱勢的右上方。9 月 3 日兩人照片再度同時出現於解

放軍報頭版，同樣是胡錦濤照片在左上方，江澤民照片在右上

方。對照事後發展，江澤民在 9 月 1 日提出辭職信，正好是第

一次解放軍報把胡錦濤照片放在優勢空間，江澤民照片落到劣

勢空間的日期。 

伍、資料分析 

在前面三節裡，本文指出官方檔案、訪談、回憶錄屬於次

要的原始資料來源，官方文件、新聞報導、照片則是主要的資

料來源。同時，以實例說明如何在看似枯燥的官方媒體報導中

找到有關中共高層菁英互動的線索。然而，受到研究主題的先

天限制，就算研究者認真蒐集資料，所能掌握的資料依舊不完

整。如果過於依賴單一或是少數資料的解讀就做出結論，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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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著「以偏概全」的風險。舉例來說，研究者很難單憑幾張解

放軍報頭版的照片，斷言江澤民會辭去軍委主席，改由胡錦濤

接任。因此，周延分析資料但避免過度推論是研究中共高層菁

英的另一個關鍵。 

由於主要資料來自中共官方媒體報導的新聞，資料分析基

本上就是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簡單來說，這種分析的

目的是根據已知的文字或非文字資料，推斷未知的訊息。透過

歸納整理的工作後，研究者要找出已知資料中是否出現明顯的

發展趨勢、重複出現的模式，以及這些趨勢或模式之間的差異

（Krippendorff 2004, 47-53）。36 研究者進而根據他對真實情境

的背景知識，以及本身的研究目的，建立真實情境、文本資料

的趨勢與模式兩者之間的對應關係，以便解釋真實情境發生的

現象（王石番 1990, 15-20）。內容分析又可以分為量化與質化

兩種方法。在二次大戰結束後，量化方法成為內容分析的主要

方式，分類新聞、計算出現頻率，以及測量篇幅長短等等。但

如今質化方法的重要性已再度增加。（Krippendorff 2004, 

10-17）。 

在中共菁英政治的現有研究中，研究者較少採取量化方

法。首先，過去研究者養成訓練偏重質化方法，自然不會以量

化方法進行內容分析。以台灣早期的中共研究專家來說，較少

接受量化方法的訓練，再加上他們具有特殊的個人歷史經驗，

足以作為判斷的參考依據，對於利用量化方法進行內容分析的

需求較低。此外，內容分析的資料不單只有文字性資料（如領

                                                 
36 關於內容分析的發展，見Krippendorff 2004（3-17）; 王石番 1990 （2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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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人發言中的關鍵詞與立場、報導篇幅、新聞標題等），還包

括非文字性資料（如報紙版面編排、照片與影片內容等）。要

將各類資料全部整合為一套適於量化方法的作業程序，確實不

是一件容易的工作。將資料轉化成數字往往會涉及測量層次

（level of measurement）的變換，若一味將各類資料轉換為數

字，或是不當加權線索的重要性，反而會出現扭曲資料意涵的

問題。根據二次大戰期間美國聯邦通訊委員會（U. S.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研究軸心國家政治宣傳的經驗顯

示，量化方法的指標有時出現空洞、不敏銳的問題，而質性方

法可以有系統、有效、正確的解讀無法直接觀察到的現象。最

有價值的成果往往不是量化資料得到，而是質性資料

（Krippendorff 2004, 9）。因此，雖然量化方法的應用仍是未來

努力的方向之一，質化方法絕對不應該被忽略。由於缺少量化

方法的實例，本文僅從質化方法的角度討論內容分析在中共菁

英政治研究的應用。 

如前所述，媒體（特別是官方媒體）是中共的輿論宣傳工

具，刊載的政治訊息有其政治意圖，與法西斯政權的情形極為

類似，因此內容分析可以做為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重要方法。

當研究者分析類似十六屆四中全會涉及重大人事異動的情

況，要探索的問題不外乎中共高層是否出現歧見、歧見有多嚴

重、可能發展又是什麼等等。此時，資料分析的基本原則是「針

對不同議題、不同類別的資料進行交叉比對，並將分析的時間

縱軸拉長」。首先，領導人互動涉及許多重大議題的決策，關

係複雜交錯。當高層內部出現數個重大爭議時，領導人在每一

個議題上都可能出現不同的合縱連橫。有些常委在某個議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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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鋒相對，但在另一個議題卻是盟友。因此，研究者應選定特

定時期內出現的重要議題，蒐集領導人的公開發言與活動，分

別歸類出他們對個別議題的立場。再來將文字與非文字資料、

官方資料或非官方資料、原始資料或轉手資料等管道分類資

料，並按時間先後排列。 

其次，高層菁英互動是一個長期互動的過程。如果只有領

導人在特定單一時間的公開發言，研究者無法確認該領導人在

那次發言之前、之後是否改變立場。再加上公開發言只是領導

人所有發言中的一部份（另一部分沒有被媒體報導），研究者

會面臨無法判斷該則發言是否有「代表性」的困擾。研究者若

能將時間縱軸拉長，就能蒐集同一領導人針對特定議題的多次

發言，提高判斷結果的可信度與說服力。因此，研究者需要參

酌議題特性與實際發展情勢，將分析涵蓋的時間範圍盡量拉

長。少則數周，多則幾個月。最後，檢驗領導人在各議題上是

否出現歧見、是否形成多數意見、個別領導人的立場在分析期

間是否保持一致、領導人的結盟情形是否出現某種固定組合模

式，以及不同資料來源是否顯示一致的訊息。 

這種做法其實與質性研究方法常常提到的「編碼」（coding）

類似。在質性資料分析中，編碼的工作是將每一筆質性資料加

以分類或編入類目，同時建立檢索與查詢系統，以便進行下一

步的分析工作（邱泯科等譯 2004, 485）。在編碼之前，研究者

必須先初步決定用編年體或紀事體、決定編碼單位或類別，以

便日後搜尋特定模式。在蒐集資料的過程中，研究者瀏覽每一

則新聞報導的重點，以便找出做出最後決定的靈感。雖然質性

資料分析既是藝術也是科學，沒有清楚明確步驟可保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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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編碼過程仍有原則性步驟可供利用。當然，在質性研究中，

蒐集資料與分析資料之間的界限也比較模糊，兩者必須不斷循

環運用。 

基本上，編碼過程分成三個交互運用的步驟（朱柔若譯 

2002, 792-797; 吳芝儀、廖梅花譯 2001, 105-168）： 
1. 開放編碼（open coding）：在第一次瀏覽資料過程中，研

究者找出關鍵事件、事物、行動／互動，將其概念化。

同時依照概念的屬性、面向分類資料，並加以命名。這

個步驟將使主題從繁雜的原始資料中浮現。 
2. 主軸編碼（axial coding）：組織概念或方向，標示關鍵概

念的主軸。此時，重點是發掘概念之間相互關聯的方式。

同時檢視最初的編碼主題是否恰當，以及是否應該新增主

題。雖然繼續蒐集整理資料，但並非最重要的任務。 
3. 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建立核心概念與其他次級

概念間的關聯性之後，研究者檢視解釋架構內在邏輯的一

致性，並進行驗證、修正與補充。這是整合與精煉理論的

歷程。 

寇健文曾利用內容分析法檢驗十六屆四中全會前夕中共

高層菁英的互動（寇健文 2005, 172-185）。他先蒐集政治局常

委、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所有成員的講話與活

動。為了確保每一筆資料的可靠性，資料來源以新華網、人民

日報（人民網）、中國新聞網、解放軍報，以及部分各省黨委

的機關報（如四川日報等）為主。外界新聞報導的內容雖然極

具參考價值，但視為輔助性來源，用以檢驗是否遺漏高層菁英

互動的重要事件。 



 
 
 262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2005/12‧〈研究紀要〉 

在瀏覽資料後，他將高層菁英互動區隔為「宏觀調控分

歧」、「解放軍學習三個代表活動」、「鄧小平百歲誕辰紀念活

動」、「軍方將領對江澤民軍中地位的歧見」等四個議題。一方

面搜集各議題最新的報導，另一方面將資料蒐集工作回溯到議

題形成之初。37 其次，挑選每一個事件的關鍵論點（或關鍵

詞），藉以辨認個別領導人每一次發言顯示的態度，特別是他

們是否提到關鍵詞。38 當然，在每一個議題中，都有部分領導

人未公開發言。接著按人名、時間順序、事件議題分類資料，

記錄每一位領導人就特定事件議題的立場，並依發言日期排

列。最後，得出四個主要觀點：一、在宏觀調控問題上，中共

高層確實出現高層分歧。胡溫暫居上風，上海幫並非「鐵板一

塊」。二、胡溫與上海幫各自集結、叫陣，分歧範圍已超過單

純的公共政策差異。三、接近半數的政治局成員在公開講話中

表態支持胡錦濤在鄧小平紀念大會的講話。四、軍方高層言論

口徑不一致，出現擁江和擁胡的分歧。 

絕大多數的時事分析做到上述階段就告一段落。然而，由

於人們可能用相同詞彙表達不同意涵，或是不同詞彙表達相同

意涵，利用內容分析回推說話人的意向不可能毫釐不差（王石

                                                 
37 舉例來說，為了蒐集充分的「宏觀調控分歧」資料，他將範圍涵蓋當年 3
月實施宏觀調控政策到 9 月召開四中全會之間的六個月。 

38 舉例來說，在「宏觀調控分歧」議題上，要判別個別領導人的是強調貫徹
宏觀調控，或是語多保留，強調宏觀調控的侷限性或副作用。在「軍方將領
對江澤民軍中地位的歧見」議題上，他觀察軍方將領發言時是否凸出江澤民
的角色，如強調學習「江澤民軍隊與國防建設思想」，以及強調軍隊要聽從
「江主席」（或「江澤民主席」）的指揮；或是僅提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
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或是完全不提到江澤民、胡錦濤兩人名字。對於
「鄧小平百歲誕辰紀念活動」議題，則著重其他領導人如何回應 2004 年 8
月胡錦濤在鄧小平百歲紀念大會上的講話，共分成肯定胡錦濤講話、不回應
胡錦濤講話，但肯定江澤民貢獻、兩面討好、不發言等四類。 



 
 

            
 

中共菁英政治與質性分析 263

番 1990, 160）。再加上中共高層互動仍然非常不透明，時事分

析可說是在訊息相當不完整的情形下做出的整理與判斷。如果

不參照來自獨立、非內容資料的證據互相對照，完全依賴內容

資料的結果，很容易造成誤判（王石番 1990, 160）。為了降低

誤判的可能性，研究者整理分析短期性資料之外，還應該著手

發展自己對中共菁英政治演變的宏觀理論。在此所說的宏觀理

論其實類似於歷史學所說歷史解釋（或稱史觀）。歷史解釋是

闡明歷史事件的原因、變化與結果，以及過去、現在跟未來的

關係，呈現歷史變遷的動力，進而指出歷史發展的軌跡及其意

義所在（陸懋德  1969, 72; 杜維運  2001, 230-231; 余耀清 

1969, 33-34, 125-126）。為了更準確的評估中共高層互動的「現

狀」，研究者應該對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方向提出一套整體解

釋。不但要找出幾十年來演變的歷史軌跡，還要指出造成這種

軌跡的原因。研究者掌握長期趨勢及演變動力之後，再根據演

變動力是否改變，檢驗政局未來的演變方向。 

雖然宏觀理論（歷史解釋）多少具有價值判斷的成分在內

（許冠三 1975, 158; 杜維運 2001, 244-245），但仍能強化時事

分析的可靠性。因此，每一次時事分析的結果都必須與宏觀理

論的觀點相互對照。當時事分析的初步結果出爐以後，研究者

必須留心宏觀理論與時事分析結果之間的一致性。倘若宏觀理

論預估方向與事實發展相近，就加強研究者判斷短期現象的信

心。宏觀理論的可信度升高，可再用於未來的時事分析。若兩

者不一致，研究者則需要根據事實發展，進一步探討不一致出

現的原因──短期現象究竟是代表歷史軌跡的重大轉折，或者

是時事分析的資料蒐集上出現誤差，甚至只是暫時性的小波



 
 
 264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2005/12‧〈研究紀要〉 

折，無損於長期趨勢的發展。如果短期現象代表歷史軌跡的重

大轉折，研究者就必須找出現有宏觀理論出現偏差的原因，重

新建構或是修正現有理論。如果問題出在後兩者，宏觀理論無

需修正，只能盡量克服資料蒐集的障礙。 

舉例來說，2002 年十六大之後，部份觀察家認為江澤民是

「太上皇」。他可以透過上海幫親信在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會

中發多數影響力。相對而言，胡錦濤只是一位「兒皇帝」，並

無實權。39 這種思路是建立在 1980 年代派系政治的基礎上，

認為職務權力的重要性遠低於非正式影響力。退休的革命世代

領導人可以利用非正式影響力，長期干預第一線領導人決策。

這種觀點其實就是一種對於中共菁英政治本質的整體性解

釋，曾經在 1980 年代成功地解釋中共高層互動。 

然而，這種觀點完全無法解釋江澤民的權力在十六大之際

達到高峰（Dittmer 2004, 10），卻在兩年後幾乎喪失在政壇上

的影響力，被迫辭去軍委主席職務。寇健文、趙穗生等人都對

中共菁英政治的本質提出新的見解。他們認為 1990 年代中期

以後中共領導人的權力來源出現根本性變化，與 1990 年代初

期以前不同。對中共領導人來說，職務權力（institutional power）

的重要性增加，魅力權力（personal authority）的重要性降低

（Zhao 2004, 64-65; Kou 2005, 4-8; 寇健文 2005, 261-266）。由

於領導人的權力來源已經改變，1980 年代的觀點──職務權力

的重要性遠低於非正式影響力──不宜做為評估當今中共領導

                                                 
39 舉例來說，2002 年 11 月 16 日自由時報舉辦「中共十六大後兩岸關係」
座談會，會中部份引言人提到這種觀點。見自由時報 2002。類似觀點還有
聞天語 2002（44-46）；谷飛俠 2002（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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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互動的基礎。

革命元老當政期間，領導人的主要權力基礎是他們在國家歷史

發展過程中獲得的威望。擔任正式的黨政領導職務固然增加革

命元老的影響力，但即使沒有領導職務，他們仍能推翻現任領

導人的決定。江澤民以降的領導人不具有強大的魅力權力，因

此職務權力的重要性逐漸增加。職務權力是屬於可轉移的權

力，喪失某個領導職務便會失去因該職務賦予的資源與權力。

當江澤民把重要黨政職務陸續交給胡錦濤之後，前者的權力資

源就會逐漸消失，後者的權力資源則不斷增加。根據這個解釋

，除非中共領導人的權力基礎出現重大變化，失去官職的領導

人將迅速喪失決策影響力。因此，十六大之後中共高層應該逐

漸從一個中心（江澤民），轉變為兩個中心（江澤民、胡錦濤），

再轉變為一個中心（胡錦濤）。

對寇健文來說，上述觀點是經過數次分析後逐漸形成。他在

2001 年提出領導人的權力來源可分為魅力權力、職務權力兩

種，以及中共中央領導班子在十六召開前夕將面臨強大的年輕

化壓力（寇健文 2001）。根據 2002 年十六大人事異動的情形，

他延續先前的觀點，指出年齡限制與任期限制的發展將改變中

共派系政治的生態，使得中共很難再出現強人政治。他們在權

力交替過程中達成的妥協的協議將成為前例，影響未來權力競

賽（寇健文 2002）。結合前兩次的分析成果，寇健文逐漸形成

中共領導人權力來源轉變的基本論點。他以這個觀點為基礎觀

察 2003 年胡錦濤、江澤民兩人權力消漲，認為前者是「旭日

東昇」，後者是「夕陽西下」。胡錦濤採取攻勢，權力逐漸擴大，

後者則採取守勢，但仍無法阻止主導權的流失。他同時利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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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展把權力來源演變的觀點進一步細緻化，指出以職務權力

為基礎的領導人在交出職務之後，必定逐漸喪失權力資源（寇

健文 2004）。根據這個觀點，寇健文繼續分析十六屆四中全會

前夕的中共高層互動，並且得出胡江雙方正在對軍委主席進行

對後對峙，而且情勢對胡錦濤有利的結論。40 由此可以看出，

宏觀理論建構與時事分析之間的相輔相成的關係。研究者可以

進一步推論，江澤民抗拒下臺但終得下臺，未來胡錦濤採取「半

退」做法的下場恐怕也是如此。胡錦濤是否真的會步上江澤民

的後塵，2012 年中共十八大時就會揭曉。

這種結合內容分析與宏觀理論的研究方式固然可以增強

研究成果的可信度，但研究者很難完全克服「資料不完整」的

先天限制。透過大量短期性資料的分析，研究者可以找到許多

額外的線索，更精準的了解中共高層菁英的互動，然而外界終

究只能蒐集被記錄下來的訊息。縱使詳細蒐集、分析幾個月來

在官方新聞媒體刊登的各類資料，倘若沒有被官方媒體報導的

領導人發言、活動才是影響中共高層互動的關鍵事件，研究者

的研究結果將受到嚴重。再者，假定一位領導人未對特定事件

表態，他可能是不支持、無意見，或是保持中立。在這種情形

下，如何解讀他的未表態也是一項高難度挑戰。此外，如果個

別領導人對特定事件發言的次數過少，或是曾經發言但此後幾

個月不再發言，外界也不容易判斷他的立場是否出現變化。研

究者可以利用宏觀理論掌握發展走向，降低誤解的可能性，但

                                                 
40 2004 年年中筆者接受陸委會委託，撰寫中共高層互動的研析報告。在 8
月底以前，筆者已經做出上述結論。寇健文（2005, 172-181）是根據該研析
報告改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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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能完全消除錯誤的發生。由於僅依賴公開報導，研究者必

須隨時提醒自己不要過度推論，得出手中資料無法支持的結

論。 

以江澤民辭去軍委主席為例，前述寇健文的分析雖然指出

十六屆四中全會前夕，擁胡、擁江兩派歧見已經超出宏觀調控

的議題範圍，延伸到意識型態詮釋權以及江澤民在軍中的地

位。同時，整體局勢對胡錦濤有利，對江澤民不利。然而，若

是僅以這些質性資料就斷言江澤民必然在四中全會辭去軍委

主席，就會略嫌武斷。因為還有一部分無法掌握的因素，如胡

錦濤接掌軍委主席的決心與急迫性、江澤民的健康狀況，也會

影響江澤民是否在四中全會上辭去軍委主席職務。 

陸、結論 

在訊息極為有限的情況下，外界如何研究中共高層互動？

依據史學方法與內容分析法的作法，本文分別勾勒出研究中共

菁英政治的原始資料來源，以及進行資料分析的步驟與依據史

學方法與內容分析法的作法，過程。由於媒體「黨性原則」的

存在，中共官方媒體報導中隱藏許寶貴的線索。若能有系統整

理這些資料，將有助於分析。對於文字資料來說，研究者必須

仔細閱讀會議決議、黨或政府法令規章、領導人重要講話、調

查報告等官方文件，以及領導人活動報導的內容。對於非文字

資料來說，則要注意照片、影片畫面、版面語言隱含的意義。 

進行資料分析時，本文認為應該有系統的運用內容分析

法，整理相關訊息。若能歸納中共領導人對不同特定議題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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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發言內容，以及活動狀況，就可幫助研究者掌握高層互動情

勢。如中共領導人在各特定議題上是否出現歧見、是否出現多

數意見，以及個別領導人的立場是否保持一致，或是出現變

化。更重要的是，這種分歧屬於個別的政策歧見，還是屬於涵

蓋範圍較廣的分歧。本文同時指出，研究者應該發展出自己對

於中共菁英政治演變的整體性解釋。若能以時事分析對照中共

菁英政治的長期演變趨勢，更能彰顯特定時間內高層互動的意

義與可能影響。 

這種做法雖然能夠幫助研究者在資料不完整的情形下研

究中共高層菁英互動，但仍不能低估資料不完整對相關研究造

成的影響。由於僅依賴有限的公開報導，研究者無法分析未公

開的領導人發言與活動，有時也無法確定領導人的立場在不同

時間點上是否出現變化。換言之，若中共官方媒體沒有大量報

導領導人的活動，資料不足的侷限將使研判的誤差範圍會增

加。更重要的是，媒體的「黨性原則」一方面給予研究者分析

官方報導的意義，另一方面卻也限制它的功能。官方媒體很少

在報導中直接挑明領導人之間的分歧，導致研究者必須依賴無

法查證資料來源的海外媒體報導。因此，當研究者面臨資料不

一致的情形時，最好對資料存疑。在下結論的時候，更應必須

避免過度推論的毛病。 

（收件：2005 年 3 月 11 日，最後修正寄回：2005 年 6 月 29 日，接受：2005

年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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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does one explore and explain the interactions of Chinese top 
elites at a crucial juncture, such as the fourth plenum of the 16th CCP 
Central Committee in September 2004, with limited inform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how the primary sources of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interactions of Chinese top leaders, and to illustrate the 
process of de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available information. This 
paper claims that researchers can dig out valuable information from dry 
news reports in official Chinese mass media. Official documents, top 
leaders’ open speeches, and even photos indirectly reveal Chinese 
leaders’ attitude in policy debates and their power relationships. 

Once available information is collected, researchers may adopt 
content analysis to filter out Chinese leaders’ position on several specific 
crucial issues. The results will demonstrate whether the leaders have 
formed a stable alignment. Additionally, researchers should develop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on Chinese elite politics of past decades. Once 
researchers identify the evolutional track of Chinese elite politics and its 
dynamics, they can better illustrat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leaders’ 
behavior in a specific conjuncture. However, due to the fact that available 
information is always limited, researchers must not exaggerate the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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